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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
赋能效应研究

———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量化分析

林 秀 水
(湛江科技学院 管理学院,湛江524088)

摘 要: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宽带中国”战略和“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两项数字中国建设重要试点政策为背景,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双试

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显示,“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进

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政策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增强了企

业新质生产力,且在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调节作用。此外,“双试点”政策的赋能效应在非国

有企业、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相较于单试点,“双试点”政策的协同效应

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为此,要实现数字中国建设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强政策协

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优化市场竞争环境、针对非国有企业制定更多支持政策、注

重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支持技术密集型企业,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关键词:数字中国;企业新质生产力;双试点;政策协同;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5)01-0148-17

一、引 言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

自觉行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1],其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重

要着力点[2]。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3]。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将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列为政府工作任务的第一条[4]。新质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

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的又

一重大命题,它为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5]。提升新

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及时应用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优化产业链结构,以国家战略为中心进行科

学布局,同时积极发展数字经济[6]。2015年,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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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数字中国的概念[7]。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构建数字中国的目标,“数字

中国”首次写进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8]。数字中国是新时代国家信息化新战略,包括“宽带中

国”“互联网+”大数据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动力[9]。通过优化数

字生态,数字中国建设催生了新商业模式和经济业态,推动了数字社会、政府、文化和生态文明等

领域的新发展。其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实现高质量发展[10]。《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显示,数字中国建设赋能效应凸

显。其中,数字经济稳健增长,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约10%;网络零售额达15.42万亿元,农

业科技贡献率超63%,平台经济交易额年增长30%。此外,政务服务不断优化,92.5% 省级许可

事项可网上受理;数字文化活跃,阅读用户增至5.7亿;网民规模达10.92亿。数字化加速惠及

教育、医疗领域,有效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生态文明数字化建设也成效显著[11]。

自数字中国、新质生产力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即对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当前,关于

数字中国建设的文献研究,主要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宽带中国”战略或数据资源体

系———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单一试点,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12]、区域创新

能力[13]、新质生产力[14-15]、就业[16]、碳排放[17-18]等多维度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应。而新质生产

力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自提出以来便广受关注。尤其是在实证研究领域,王怀月[19]、蔡湘杰等[20]

的研究,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探究其对共同富裕、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而宋佳

等[21]、赵国庆等[22]以及张秀娥等[23]的研究,则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从ESG发展、数字化转型、

数智化转型等多个角度,探讨其影响因素。尽管已有少数研究,如段钢等[14]、赵鹏等[15],采用数

字中国建设的单一试点,将新质生产力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但尚缺乏对数字中国建设

“双试点”政策间协同作用的分析,忽视了政策间的协同效应。

鉴于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宽带中国”战略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两项数字中国建设重

要试点政策是否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 其实现路径为何? 相较于单一试点,“双试点”政策是否

更有利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为解答这些问题,利用 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将“双试点”政

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对其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效应进行深入考察。

边际贡献如下:在研究内容上,将数字中国建设两项重要试点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着重探

讨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协同效应,这一研究视角对该领域的理论拓展具有一定的贡献。在识

别策略上,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法,以更精确地评估“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

响,提升了政策效应识别的准确性。在机制分析层面,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中介

效应,以及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深化了对政策作用机制的理解。在异质性分析中,从不同

维度特征出发,全面探讨了“双试点”政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效应,力求多角度刻画政策

效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中国建设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效应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质态,是创新驱动下突破传统发展路径的成果。它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融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特征,重塑了生产要素组合与生产方式[24]。对于

企业而言,新质生产力是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企业通过运用新质生产力,能够

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上实现质的飞跃[25]。从企业运营实际来看,数字中国建设为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多方面的有力支持。

在技术层面,数字中国建设大力推动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铺设和数据资源体系的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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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实现技术创新,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技术支撑效应[26]。高速稳定的网络、先进的数据存储与处

理设施,让企业能够更高效地获取和利用信息,加速技术创新的进程。企业借助大数据分析技

术,能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优化产品设计与研发方向;利用云计算强大的计算能力,模拟产品生产

流程,提前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从而显著提升研发效率和产品质量。

在人才培养方面,数字中国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缩小了数字鸿沟,构建了数字

技能培育体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为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奠定了基础[26],产生了显著的人才培

育效应。随着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数字技能,企业由此具备了

大量适应数字化时代需求的新型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能熟练运用数字

技术,为企业创新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基于 A股数据的实证分析,陈东等发现完善的数字基础

设施提升劳动技能溢价,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27]。这促使政府着力培育更多适应数字

时代需求的人才,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在产业发展维度上,数字中国建设加速了数智创新与数实融合的步伐,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和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推动新质生产力向价值链高端发展[26]。周密等的研究发现,中国数实

融合水平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28]。企业借助数字技术,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

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通过与互联网平台的深度融合,拓展销售渠道,创新商业模式,实现

产业升级。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通过引入工业互联网,实现了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和远程监控,

实时调整生产参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中国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有显著影响。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对自身进行全面革新的

过程。它打破了传统企业运营模式的束缚,以数据为核心驱动力,重塑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思

维、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9]。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企业数

字化转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方面,在建设数字中国过程中,国家大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筑

牢了基础。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字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企

业的设计环节借助数字技术能够实现更精准的模拟和创新,服务环节可以根据客户数据提供个

性化体验,生产环节与客户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能及时响应市场需求。5G、工业互联网等配套

设施的发展,让数据要素深度融入企业的传统生产要素中[30]。原本孤立的生产设备、人力资源

等要素,在数据的串联下,实现了更高效的协同运作。比如,企业可以依据生产数据的实时反馈,

动态调整生产计划,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浪费,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这些配套设施也为企业吸引

和培养数字技能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满足了数字化转型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它为企

业提供了规范和保障,让企业能够安心地挖掘和利用数据价值。在创新应用与业务拓展上,试验

区内的企业可以接触到更多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拓展业务边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31]。

而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显著。它让企业在技术、管理等多方

面实现创新[32]。企业借助数字化手段能够更高效地获取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摆脱融资约

束[22];在内部控制上,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更精细化的管理,提高内部控制质量[29]。这些都有

力地推动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数字中国建设能够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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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字普惠金融的中介作用

数字中国建设推动了数字技术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进而催生了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型金

融服务模式[33]。它将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有机融合[34],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发挥着关

键作用。

从数字基础设施层面来看,其不断完善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拓展筑牢了根基。随着网络覆盖

范围扩大、数据处理能力提升[35],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突破地域与机构限制,将服务延伸至更广泛

的区域和企业群体。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金融服务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延伸到更广

泛的区域,让更多企业,尤其是偏远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受益。同时,高技术产业也迎来了发展

新机遇,外部融资渠道得以拓宽。数字普惠金融借助精准的数据分析,能更准确地评估企业风险

与潜力,使金融资源精准流向高技术产业,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企业新质生

产力[36]。

在技术发展层面,数字中国建设加速了5G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促使商业银行加快了金

融科技的研发步伐[37]。以大数据技术为例,银行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风

险等信息,更精准地评估企业的贷款需求和还款能力,从而为企业提供更符合其需求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精准服务,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达性。资金能够更快、更高效

地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这些产业注入发展动力,加速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有力地推动

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38]。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中国建设通过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效应,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

(四)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

市场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更多企业涌入市场,缺乏创新的

企业将面临被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超越并最终淘汰的风险[39]。这表明,外部市场竞争强度的变

化是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23]。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会展

现出更强的创新意愿。数字中国建设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机遇,企业能够借助数字技术,

更高效地获取市场信息、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例如,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

业实现精准营销,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同时,数字中国建设也推

动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加快创新步伐,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

因数字中国建设水平的提升而获得的边际效用更加显著[40],进而实际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会持续投入研发,致力于高质量的创新[41]来提升新质生产力。

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比如,一些企业利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开展智能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此

外,行业竞争的加剧也暴露出企业间同质化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构建自身的

核心竞争力,实现长远发展,会借助数字化手段积累信息、资金及人才等资源[42]。而通过数字化

平台,企业可以更广泛地获取市场信息,优化资源配置,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提升自身的创新能

力。综合来看,市场竞争强度在数字中国建设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外部

调节角色。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市场竞争强度越大,数字中国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越明显。

综上,数字中国建设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机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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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探究数字中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制。此方法最早由Ashenfelter引入经济学领域[43],用于因果效应推断和公共政策效

果评估。而在国内,周黎安等[44]首次运用该方法对一项重大政策改革的效果进行了评估。借鉴

熊彬等[45]的研究方法,将“宽带中国”战略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两项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

试点政策(以下简称“双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了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
验其实施是否能够有效提升上市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所构建的模型如下:

NQPit=α0+α1DIDit+αn∑Controlit+ui+Yt+ε (1)

在模型中,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度。NQP 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新质生产力。α0
为截距项,α1 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系数,它反映了“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DID 是根据“双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的虚拟变量。αn 代表控制变量系数,其中n 表示

控制变量的个数,αn 对应不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Control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ui 代表固定

个体效应,Y 代表固定年份效应,ε代表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考察“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普惠金融

是否作为其中介变量,借鉴温忠麟等[46]的研究,使用中介效应三步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Mit=β0+β1DIDit+βn∑Controlit+ui+Yt+ε (2)

NQPit=γ0+γ1DIDit+γ2Mit+γn∑Controlit+ui+Yt+ε (3)

其中,Mit为中介变量,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DIG)、数字普惠金融(DFIN);β0 为截距项,反
映 “双试点”政策对中介变量的影响,βn 是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γ0 为截距项,γ1 反

映 “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影响,γ2 反映中介变量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γn

是控制变量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系数。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

3.调节效应模型

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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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程度(赫芬达尔指数HHI)的调节。下式中HHI为调节变量市场竞争程度,DIDit*HHIit为

“双试点”政策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δ0 为截距项,δ1 反映 “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

响,δ2 反映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δ3 反映 “双试点”政策与市场竞争程度交互项

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δn 是控制变量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系数。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

NQPit=δ0+δ1DIDit+δ2HHIit+δ3DIDit*HHIit+δn∑Controlit+ui+Yt+ε (4)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1.数据来源

“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名单,均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文件。鉴于入选“宽带中国”试点

城市的大多是地级市,参照马青山等[47]及郑玉[48]的研究方法,剔除了自治州(例如“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城中区(如重庆市的“荣昌区”)以及县级市(如“昆山市”)。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名单来自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及随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及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批复的名单。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而企业层面的数据则来自CSMAR数据库和CNRDS数据库。考虑到两项政

策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开始实施,本研究选取了2011至2022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

究的初始样本。在对初始数据进行预处理时,剔除了所有含有“ST”标识的公司样本,并对连续

变量进行了1%的上下 Winsor(缩尾)处理,最终确定了33624个有效的观测值。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新质生产力

关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测度,现有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运用LP[49]或OP[50]方法计算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估依据;二是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着眼于新型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

动对象等构成要素间相互依存与关联的系统特性,采用熵值法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如宋

佳等[21]构建劳动力与生产工具两个维度的11项指标并采用熵值法计算企业新质生产力,而张

秀娥等[23]、袁瀚坤等[51]则从新质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三个维度建立指标分别采用熵值

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衡量。鉴于熵值法能有效减少主观赋权可能导致的偏差,同时确保

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中获得更为恰当的权重分配[52],本研究从新质劳动力、新质生产工具、新质生

产资料三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指数(见表1)。
表1 新质生产力指标及权重

因素 子因素 指标 衡量方式 权重

新质劳动力 劳动者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研发费用中的工资薪酬/营业收入 22.499%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员工人数 1.859%
高学历人员占比 硕士以上人数/员工人数 2.277%

劳动对象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0.747%
数字资产占比 数字资产/资产总额 3.485%

新质生产工具 硬科技 研发折旧摊销占比 研发费用中的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21.822%
研发租赁费占比 研发费用中的租赁费/营业收入 12.123%
研发直接投入占比 研发费用中的直接投入/营业收入 24.226%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资产总额 1.288%

软科技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0.529%
智能化水平 Ln(上市公司年报中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词频+1) 3.919%
数字技术应用 Ln(上市公司年报中关于数字技术应用的词频+1) 1.957%

新质生产资料 创新生产资料 企业创新水平 Ln(企业申请专利数+1) 0.743%
绿色生产资料 绿色技术水平 Ln(企业申请绿色专利数+1) 2.526%

  (2)核心解释变量:“双试点”政策(DID)
采用虚拟变量方法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量化分析。具体而言,若样本企业所在城市同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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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和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即成为“双试点”,则在该“双试点”成立当年

及其后续年份中,样本企业对应的变量DID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对于仅作为“宽带中国”

或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单试点的城市,其对应的虚拟变量BDDID 和BCDID,在试点设立当

年及后续年份均赋值为1,反之则为0。
(3)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选取了7个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分别为:企业规模(SIZE),利
用总资产加1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资产负债率(LEV),利用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进行衡量;资产

收益率(ROA),利用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平均余额进行衡量;经营现金流量(CASH),利用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总资产进行衡量;股权集中度(TOP1),利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除以

总股数进行衡量;董事会规模(BSIZE),利用董事会人数进行衡量;两职合一(DUAL),利用董

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同为一人进行衡量,同一人时取值为1,否则为0。
(4)机制变量

中介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IG),参考赵宸宇等[53]和杜传忠等[54]的研究方法,从数字技术

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以及现代信息系统等四个维度出发,归纳具有数字化特征的关

键词。从企业年报全文对“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进行了统计。最终,以每家企业特征词词频的

总和作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中介变量数字普惠金融(DFIN),借鉴关心[55]的研究,选取北京

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研发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调节变量市场竞争程度,本文借鉴了尚航标等[56]的研究,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量

市场竞争程度,计算公式为:

HHI=∑
n

t=1
(Xi/X)2 (5)

其中Xi代表企业i的主营业务收入,X 则表示企业所在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总和,n 则表

示市场内的企业总数。该指数是反映市场集中度的有效工具:当 HHI值较低时,表明市场竞争

程度高;反之,若 HHI值较高,则市场竞争程度相对较低。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对于企业新质生产力(NQP),其平均值为1.530,标
准差为1.097,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99和5.361,反映出不同企业间新质生产力的差异显

著。核心解释变量DID 的平均值为0.243,这意味着大约有24.3%的企业样本所在城市为“双试

点”政策试点城市。为了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模型中的各变量间无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从而确保了后续统计分析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NQP 33624 1.530 1.097 1.235 0.099 5.361
DID 33624 0.243 0.429 0.000 0.000 1.000
SIZE 33624 22.244 1.301 22.054 19.840 26.314
LEV 33624 0.426 0.207 0.417 0.055 0.920
ROA 33624 3.983 6.611 3.842 -23.464 23.014
CASH 33624 0.047 0.069 0.046 -0.158 0.247
TOP 33624 0.340 0.148 0.317 0.084 0.741

BSIZE 33624 8.490 1.627 9.000 5.000 14.000
DUAL 33624 0.284 0.451 0.000 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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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准回归

将“双试点”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探究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根据表3的回归

结果,在未引入其他控制变量,仅考虑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时,虚拟变量DID 的系数为

0.18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证明,在实施“双试点”政策后,位于试点城市内的企业在新

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提升。进一步地,在(2)列中,本研究加入了企业层面的多个控制变

量。尽管DID 系数略有下降,为0.152,但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较于非“双试点”

城市,“双试点”政策使得试点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了15.2%。同时,意味着“宽带中国”与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驱动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研发效能与生产效率。

如ERP系统、云计算及大数据分析强化了企业创新能力,而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则促进了

产品设计、市场预测的精准高效创新。伴随研发能力及市场信息获取的大幅增强,企业得以缩短

新产品研发周期,削减成本,并提升研发成果转化效率,最终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此外,模

型的R2值从0.357显著提升至0.399,这表明模型的解释力度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实证结果表

明,在“双试点”政策的影响下,企业新质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为核心假设 H1提供了有力

的验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NQP NQP

DID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0.185*** 0.152***

(13.094) (11.091)

NO YES
0.788*** -5.755***

(61.686) (-35.109)

33624 33624
0.357 0.399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为t值,*、**、***依次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平行趋势检验

应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处理组与对照组需遵循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未受“双试点”政策干

预的情况下,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变动趋势应保持平行。本文借鉴方晓晖等[57]及

Beck等[58]的研究,采用事件分析法实施平行趋势检验,并构建以下多时点动态效应模型进行

验证:

NQPit=α0+∑
4

k=2β-kPreik+β0Currentik+∑
7

k=1βkPostik+δn∑Controlit+ui+Yt+ε (6)

其中,Pre、Current和Post是代表企业i所在城市k 年是否为“双试点”政策试点城市的虚

拟变量;β-k 、β0 、βk 是对应变量的系数,δn 是控制变量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系数;其他变

量同基准回归模型含义。如果β-k系数不显著,则符合平行趋势假设。Current和Post的系数

表示政策处理的动态效应,本文将政策处理前第一期作为基准期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平行趋势,图

2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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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根据图2,在政策实施之前,所有时期的估计系数在95%的置信度下均不显著,且在0附近

波动,这表明“双试点”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平行趋势假设成立。此

外,从政策的动态效应来看,试点政策出台后的第二年系数估计值开始显著为正,说明“双试点”

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时滞,需要一定的时间才

能充分体现。

(四)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其他潜在不可观测因素,参考刘英俊等[59]和陈海波等[60]的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替换

处理组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保持政策时间点不变的前提下,随机抽取1571家企业作为处

理组,并依据式(1)进行了500次重复模拟实验,得出估计系数的分布图。

图3 安慰剂检验

如图3所示,虚拟估计系数主要集中在0值附近,与实际系数0.152相距较远。同时,大部分

估计系数的P 值均高于0.1,表明缺乏显著性,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2.两阶段双重差分模型(DID2S)

鉴于“宽带中国”试点分三个阶段,分别在2014年、2015年及2016年依次推行,而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亦分为两批次,在2015年与2016年相继实施,因此成为“双试点”城市的时间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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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处理组成为“双试点”城市的时间是交错的。此时多时点DID 回归所得的平均处理效应会随

着组别和时间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双向固定效应所得的平均处理效应可能存在有偏或不稳健。

为解决上述问题,借鉴王治等[61]所采用的DID2S方法。该方法原理是,首先于第一阶段先识别

组别和时期效应,随后在第二阶段中将其移除,再对处理变量执行回归,通过对比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结果间的差异识别平均处理效应。表4列(1)(2)报告评估结果,平均处理效应显著为正,进

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4 两阶段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变量
(1) (2)

NQP NQP

DID
0.337*** 0.327***

(11.247) (11.035)
控制变量 NO YES
样本量 33624 33624

个体固定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2.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鉴于回归结果可能受选择偏差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

先,选择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logit回归,以获得倾向得分。通过对比匹配前

后的倾向得分密度函数图(见图4),观察到匹配后试验组与控制组的核密度图趋于一致,表明匹

配效果良好。随后,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双试点”政策

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仍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图4 匹配前后倾向得分密度分布图

3.控制其他政策影响

在“双试点”政策实施的同时,其他政策也可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为规避潜在的

政策交叉效应,借鉴了徐毅等[62]的方法,对样本期间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有效控制。经

分析,“一带一路”倡议(BR)与“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建设(IP),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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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双试点”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重叠。因此,本研究将虚拟变量BR 和IP 分别纳入基准回

归模型来控制相关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详细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的列(2)和列(3)。

在控制上述两项政策因素后,“双试点”政策仍在1%的水平上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显著影响,

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吻合,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4.替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袁瀚坤等[51]的研究成果,重新构建10个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测算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

法,计算得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指数(NQP2)来替换原被解释变量 NQP。在替换原有的被

解释变量后,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相关结果详见表5列(4)。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SM

NQP(1)
控制其他政策影响

NQP(2) NQP(3)
替换被解释变量

NQP2(4)

DID

BR

IP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0.109*** 0.152*** 0.133*** 0.049***

(3.953) (11.097) (9.266) (9.434)

0.055*

(1.927)

0.079***

(4.758)

YES YES YES YES
-6.125*** -5.752*** -5.739*** -1.397***

(-19.234) (-35.088) (-35.019) (-22.696)

14513 33624 33624 33624
0.335 0.399 0.400 0.311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结果显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DID 变量的估计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替

换被解释变量并不会影响基准回归结论,进一步强化了“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

著提升作用的论点。

(五)机制效应分析

1.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及构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运用三步法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DIG)

和数字普惠金融(DFIN)是否作为“双试点”政策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重要途径。表6的

列(2)和(3)显示,“双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说明政策的

实施有效提升了这两者的水平。进一步观察表6第(4)(5)列,中介变量DIG 与DFIN 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且基准回归中“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总效应(见表6列1)大于在控制

两个中介变量后“双试点”政策得到的直接效应。这验证了“双试点”政策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和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间接作用的机制。这种间接影响的存在表明,政策效果并

非取决于单一路径的直接作用,而是多路径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支持了假设 H2与 H3。

2.调节效应分析

表6第(6)列在引入了“双试点”政策以及市场竞争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HI)的交互项之

后,回归结果显示,“双试点”DID 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依然保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

HHI与DID 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市场竞争水平对“双试点”政策在推动企业新质生

产力方面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鉴于市场竞争程度采用的是赫芬达尔指数进行衡量,而

该指数值越小,代表市场竞争越激烈,因此可以推断,在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双试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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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于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将更为凸显。这一结果与先前提出的假设 H4相一致。
表6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NQP(1)
中介效应检验

DIG(2) DFIN(3) NQP(4) NQP(5)
调节效应检验

NQP(6)

DID

DIG

DFIN

HHI

HHI*DID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0.152*** 4.326*** 12.477*** 0.122*** 0.129*** 0.190***

(11.091) (6.508) (29.550) (9.426) (9.312) (11.988)

0.007***

(62.177)

0.002***

(9.574)

0.039**

(2.502)

-0.143***

(-4.757)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5.755*** -160.323*** 49.671*** -4.623*** -5.845*** -5.765***

(-35.109) (-20.184) (9.844) (-29.805) (-35.656) (-35.182)

33624 33624 33624 33624 33624 33624
0.399 0.177 0.948 0.470 0.401 0.400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六)异质性分析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政策支持、抗风险能力及行业地位等方

面存在差异,会对“双试点”政策在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参考了

赵国庆等[22]的研究,依据企业所有制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相关回归分析

结果详见表7。
表7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NQP(1) NQP(2)

DID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0.102*** 0.204***

(5.271) (10.622)

YES YES
-4.834*** -6.293***

(-18.904) (-29.365)

12638 20986
0.401 0.402
YES YES
YES YES

  研究显示,“双试点”政策对非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国

有企业在资源获取上通常具有优势,使得数字中国建设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弱。相反,非国有企业

在面对“双试点”政策时反应更为迅速,能更有效地利用政策带来的优势,从而对提升企业新质生

产力产生更大的影响。

企业所属地区异质性分析。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差异,这导致“双

试点”政策对各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为深入分析地区特征带来的差异

化影响,本研究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企业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企业。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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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企业所属地区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NQP(1) NQP(2) NQP(3)

DID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0.112*** 0.138*** 0.094*

(6.744) (3.165) (1.921)

YES YES YES
-6.075*** -5.885*** -4.033***

(-29.248) (-15.703) (-11.119)

23630 5481 4513
0.410 0.414 0.336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东部和中部企业的新质生产力,而西部企业的回归结果

不如东部、中部显著。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集中了大量的高端专业人才,拥有

更优越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此外,国家大数据试点项目在这些地区发挥了数据

要素的乘数效应,更有效地渗透到企业中,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双试点”政策的优势难以充分发

挥,因此对区域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行业异质性分析。为检验“双试点”政策对不同行业类型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果,参照

尹美群等[63]的制造业分类方法,将研究对象细分为资产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行业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劳动密集型 资产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NQP(1) NQP(2) NQP(3)

DID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0.033* 0.067** 0.244***

(1.651) (2.401) (10.658)

YES YES YES
-4.501*** -4.412*** -6.354***

(-17.529) (-13.547) (-21.206)

11824 6191 15609
0.329 0.343 0.455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分析发现,在资产密集型行业中,“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系数为0.067,且在

5%的水平上显着;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影响系数为0.033,在10%的水平上显着;而在技术密

集型行业中,影响系数高达0.244,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远高于前两类行业。这种差异可能归

因于不同行业的特性和发展需求。资产密集型行业由于前期投入大、资金周转慢和投资回报周

期长,虽然“双试点”政策对其新质生产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效果相对有限。劳动密集型行业

多属于重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低端制造业,其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面临较大挑战,

因此“双试点”政策对其的推动作用也不如技术密集型行业显著。相反,技术密集型行业通常将

技术创新视为发展的核心动力,拥有先进的工艺流程和生产设备,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双试点”政

策提供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加速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从而在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方

面表现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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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双试点”政策的协同效应检验

为探究“双试点”政策的协同效应,本研究进行了如下具体操作。首先,对两项政策作为单一

试点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进行了独立检验。具体而言,第一步是从全样本中剔除国家级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试点城市,仅保留非试点城市以及“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样本。此时,回归模型

(1)中的虚拟变量“宽带中国”单试点(BDDID)的系数,揭示了“宽带中国”单试点对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净效应。第二步则是从全样本中剔除“宽带中国”单试点城市,此时回归模型(1)中的虚拟

变量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BCDID)的系数,反映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单试点对企业新质

生产力的净效应。结果如表10所示,两个虚拟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两

个单试点政策实施均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为了进一步分析双试点

的协同效应,剔除了既不属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也不属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样本,此时

虚拟变量BBDID 的系数为单试点成为双试点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0的

列(3)所示,虚拟变量“双试点”政策(BBDID)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表明单试点城市成为双试点城市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即双试点比单

试点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
表10 “双试点”政策协同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宽带中国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双试点”政策协同

NQP(1) NQP(2) NQP(3)

DID

BDDID

BCDID

BBDID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0.071***

(5.275)

0.082***

(3.517)

0.133***

(5.820)

YES YES YES
-5.316*** -5.014*** -5.374***

(-28.747) (-21.328) (-20.595)

23934 14416 20723
0.380 0.348 0.273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将“宽带中国”战略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两项数字中国建设重要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

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论为:
(1)“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赋能作用,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中依然成立。(2)“双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且与市场

竞争程度共同发挥作用,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3)“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

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双试点”政策下新质生产力提升效应

更强;相对于西部地区,“双试点”政策对东、中部地区的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与
资金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双试点”政策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效应更显著。(4)“双试点”政策相较于单试点政策,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协同作

用。“宽带中国”和“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单试点政策均能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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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存在协同作用,且相较于单试点政策,“双试点”政策更有

利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资源体系建设,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政府应继续加大对

“双试点”政策的支持力度,扩大试点范围,提升数据传输速度与质量,为企业提供更稳定、高效的

数字技术支持。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促进跨部门、跨行业数据流通,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

的数据资源,助力其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创新。加大对数字技能教育的投入,培养

具备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能的人才,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人才保障。

第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引导企业加速数字

化转型,政府可提供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进行生产流程

改造,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更加完善的数字金融平台,为企

业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渠道,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资源精准配

置。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加强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利用数字中国建设的契机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三,关注政策异质性,实施差异化策略。针对非国有企业给予更多支持,在制定政策时,考

虑非国有企业在新质生产力提升方面的更大潜力,为其提供定制化扶持政策,如技术创新基金、

市场开拓补助等。对东、中部地区的企业,可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对西

部地区,则侧重于基础设施改善与人才引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给予更多研

发资助与税收优惠,鼓励其在新兴技术领域持续创新,引领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第四,发挥“双试点”政策协同作用,优化政策组合。深化“双试点”政策融合实施,在现有“宽

带中国”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基础上,探索更多政策叠加效应,形成政策合力,共同推动企

业新质生产力提升。评估与优化单试点政策,持续监测单试点政策效果,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

优化,确保其与其他政策形成有效互补,共同促进数字中国建设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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